
第 28 卷第 4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8 No.4 
2022 年 7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S)                         Jul. 2022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2. 04. 014 

 

政府治理绩效与农村居民政治信任关系及作用机制 
 

李梅，彭国胜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摘要：基于 CSS2019 年调查数据，将政治信任驱动因素拓展至省级行政区域，运用 MLmed 多层次中

介分析方法建立分效模型，解析政府治理绩效与农村居民政治信任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各地

政府治理绩效的不同，会直接导致农村居民政治信任的区域性差异；政府治理绩效对农村居民政治信

任的作用，是通过社会公平的中介效应而实现的；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知会对政治信任产生特定的

判断和态度，即社会越公平，农村居民对政府机构的认同度越高。因此，各级政府应更加重视对社会

公平的输出，以强有力的政府公信力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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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迫切

要求。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正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

—2022 年)》中所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很大程度上表现

在乡村。”由于乡村振兴“是嵌入到国家制度建

设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具有经济、社会、政

治的嵌入性”[1]，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会对乡村振兴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

响。在乡村振兴战略下，随着我国农村绝对贫困

的消除，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农村居民对政府治理绩效的主观感受不再

局限于经济“成本−收益”的核算，而是基于较

高的社会发展预期，即面对城乡共享发展的不平

衡，农村居民“需求的重心开始由经济领域向政

治、社会、生态等领域转换”[2]。这就意味着仅

靠国家治理的“经济绩效已经难以为公众的政

治信任提供有效来源和持续动力”[3]。政府需将

治理的重点逐步转向解决资源、机会在城乡间分

配不均和农村内部各群体间利益失衡等问题。因

此，政府治理能否通过促进社会公平来矫正社会

结构的失衡，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这

是本文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一) 信任从何而来：制度绩效的理论解释 

政治信任是衡量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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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政策有效实施的一种重要政治资本，政治

信任在特定领域也被称为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

府机构表现的主观感知和理性行为选择。政治信

任的下降可能会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使人们更

倾向于接受非法行为，最终导致政府无法获得公

众的信任与支持。公民充分的政治信任会使民主

制度与公共权力更具权威性、稳定性，有利于解

决集体行动问题，增强公众对法律法规和制度体

系的认同。 

在政治信任的起源上，学界长期存在文化理

论与现代化理论两种解释范式的争议。文化理论

强调文化规范的作用，认为政治信任是政治领域

之外产生的，并经由社会化过程得以发展。由此

可知，政治信任并非是善治的结果，而是与历史

文化传承有关。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成持久的跨国

差异，体现在公民态度上，并对民主制度的转型

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4]。有学者提供了经验层

面的佐证：相较于欧洲南部，欧洲北部的国家因

其具有更积极的公民文化，从而显示出更高水平

的政治信任[5]。但是，此类研究大都只注重政治

信任的跨国差异，忽视了其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

不稳定性。现代化理论试图对此予以修正，认为

政治信任产生于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相互作用

的动态场域。现代化力量会逐渐改变公民的价值

观——一旦物资需求得到满足，人们便从物质追

求，转向社会公平、政治平等、自主选择等诉求。

正是基于此，“批判性公民”出现了，最终引发

了合法性危机——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传统权

威产生的质疑，削弱了政治结构中公民−国家关

系的权威与等级观念，致使政治信任稳步下降[6]。 

然而，以上两种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

政治信任的来源，也不能成为解释其发展变化特

征的有效证据。原因在于二者都堕入了“西方中

心论”的陷阱：其一，都将文化设定为固有形态。

一种被当作是有利于民主政治转型与巩固的政

治文化；另一种则被看成是无法提供民主政治土

壤的威权文化，如亨廷顿等人将西方国家以外的

文化界定为“专制主义”文化，认为这类文化具

有反现代性、反民主的特征，无法与西方文明调

和，进而提出“文明冲突论”[7]。这在意识形态

上极易形成狭隘的认识偏差。其二，现代化理论

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信任程度明显高于西方发

达国家”。按照该理论的逻辑，作为后发型国家，

中国的政治信任应该处于较低水平，在现代化进

程中有可能会引发政体的崩溃。但事实上，其理

论预期并没有在经验世界中得到有力支持，反而

出现“中国之治、美国之乱”的现象，这说明以

上理论在政治信任的解释源流上存在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悖论，学术界试图提供另一种

解释路径，即将政治态度视为政治情境的内生性

因素。民众的政治信任源自政府机构的运作机制

及其在政策输出方面产生的绩效[8]。由此可见，

政治信任是民众基于自身心理预期和自身标准

对感知到的政府治理绩效的合理反应。这种理解

能够有效地体现时间及空间对民众心理的影响，

因为政府治理绩效的差异化是民众政治信任波

动的主要诱因。陈天祥等人也认为，由于不同地

区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区域性差异引

发了实质性的政治后果——各地政府治理绩效的

差异对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9]。

鉴于此，本文采用制度绩效理论对农村居民的政

治信任进行解释。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乡

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

择，不断加强农村治理工作、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增强民众政

治信任的持续动力。由理性选择理论可知，制度

主义侧重于通过工具理性来解释政治信任，即人

们对政治家、政策和制度的选择是基于自身利益

的最大化。制度如果无法为公众带来预期的最大

收益，就会受其质疑甚至反对[10]。政府治理绩效

作为衡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是增进政治权力、制度信任与支持的关键，其治

理逻辑是“将基层民众的实际需求内化为自身责

任，精准回应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11]。已有研

究表明，当代中国广大乡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主

要归因于政府治理体制的有效性和行政表现的

积极性[12]。另外，根据绩效期望理论，政府提供

的公共服务如果符合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期

望值，就能够缩小民众心理预期与客观指标之间

的差距，那么公众就会选择信任政府机构，因为

政治信任是建立在公民根据自身利益来表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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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政府政策及绩效的满意度[13]的基础上。当

前，随着“五个振兴”战略任务的有序展开，农

村居民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不仅涉及宏观经

济与个人收入的增长，还包括对政治权利、教育

机会能否得以保障，生态环境是否得以改善等多

方面、全方位的评价。因此，通过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切实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升农民的

幸福感、获得感，是政府加深农村居民对其信任

的重要途径。 

(二) 跨越“塔西佗陷阱”：社会公平的中介

作用 

有研究认为，政治信任的层级结构存在“距

离悖论”，即人们更愿意相信与他们距离较近的

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因为在民众的心里，距离越

远，官员越容易失信甚至不作为 [14]。该悖论并不

适用于中国国情。中国的政治结构是典型的“央

强地弱”，近距离的政治接触是民众对政府工作

绩效最直接的感知方式，将直接决定其对政府的

信任水平[15]，进而导致政治信任在地区间产生

“差序格局”。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在施政的层次、权力来源的顺序、塑造形象的

资源以及纠正偏误的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且中央政府的优势明显[16]。当遭遇不良行政后果

时，民众往往会将其归咎于地方政府不能有效执

行中央政策或者是其产生了腐败行为。如在农村

低保制度供给过程中，受助的农村居民对基层政

府是否会产生信任仍存在争议。例如，地方政府

执行低保救助政策的举措改善了受助者的生存

状况，从理论上来看，当地政府理应得到农村居

民的支持。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出现了某一群

体对救助资源无偿占有的情况，受助者通常就会

认为社会不公，进而会降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

平[17]。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很容易落入政治信任

的窠臼，对基层政府产生不信任。 

那么，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地方政府治理应如

何跨越“塔西佗陷阱”呢？“塔西佗陷阱”出自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塔西佗历史》，

其最初的含义是，一旦被人们所憎恶，君主做的

所有事情无论是好是坏，都会被人们厌弃。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

议上将其引用于阐释政治失信的危害
①
，换句话

说，当失去公信力时，政府部门的任何行为都会

引致公众的怀疑[18]。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在局部

地区出现了‘塔西佗陷阱’现象”[19]。中国的经

济发展与优越的制度虽然成就了中国之治，并创

造了中国脱贫的奇迹[20]，但是相较于城市，农村

发展相对滞后，仍有部分人群因没有享受到经济

发展的红利而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涓滴经济学认

为，总体经济的增长能够产生减贫效应，但事实

证明，经济增长与脱贫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

系，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益不一定会自动惠及穷

人，有可能会在不同阶层、群体中助长收入分  

化[21]。这一点必须引起警惕，尤其是在当前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阶段，相对的、动态的农

村贫困人口难以被宏观的、整体的经济增长所顾

及，再加上税费改革、精准扶贫的经济红利在部

分乡村社区间的分配呈现内卷化特征，致使农村

居民与基层组织之间产生矛盾，进而对现有的乡

村治理体系造成影响[22]。 

“解铃还须系铃人”，跨越政府治理的“塔

西佗陷阱”的关键在于政府。体现公平正义是国

家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目的应是增

进公共利益和维护社会公平。由此可见，塑造民

众政治信任的关键在于政府对社会价值和资源

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并通过这一分配尽量满足不

同社会群体的正当需求。当前，我国正处于城乡

融合的社会大变局中，与过去相比，乡村治理的

对象、内容、方法都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社

会转型必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治理问题，一个有

为的、高效的政府才能敏锐地捕捉到社会危机信

号并迅速予以回应[23]。 

进一步地，在乡村治理进程中政府应如何回

应民众的需求而不至于落入“塔西佗陷阱”呢？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城乡一体化

发展成效显著，但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

存在。城乡发展的不均主要源于机会、公共服务

和资源占有的不均衡[24]。而这又是乡村基层政府

失信的根源。诚如中国学者白永秀所说，“中国

城乡二元结构内容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局限

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层面，还渗透到了政治、社会、

文化等层面”[25]。因此，基层政府治理必须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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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发展轻分配”的经济学视角，走向以“谁得

到什么，他是如何得到的”为核心问题的政治学

视角，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问题。也就是说，政

府治理绩效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效益——社会公平 

“一方面体现了农村居民对生活现状的认可，另

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对客观制度的信任”[26]。由此

可见，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程度取决于政府治理

绩效，尤其是政府是否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来维

护社会公平。 

本文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构建量

化模型，探究政府治理绩效对农村居民政治信任

的积极影响，并揭示社会公平在政府治理绩效与

政治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量化资料来源于 CSS2019 年调查

数据，调查内容涵盖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社会

价值观和社会评价、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等模

块。2019 年 CSS 数据调查覆盖全国 149 个市/

县/区，596 个村/居，共访问 11 000 余个城乡家

庭，完成的个人调查问卷共 10 283 份。由于本文

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农村居民的政治

信任问题，所以在对城乡属性相关的问卷材料整

理、筛选后，共得到农村居民样本 4 506 个。 

(二) 核心概念的界定及测量 

1. 因变量：政治信任 

王浦劬认为，政治信任是“公众对政府为了

实现、保护和增进公众的利益，正确履行职能的

情况及其可能性的心理契合性判断，它从宏观到

微观，依次体现为对政府体制、政府机构、政府

政策和政府人员的信任”[27]。该定义涵盖的范围

较广，缺乏类型区分，难以呈现出个体差异性。

因此，有学者将政治信任分为弥散型和特定型两

种，认为前者包括宏观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等，

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信任，具有较高的稳定

性；后者是对微观的政治机构、政治人员等的信

任，处于信任结构的表层，亦是深层次政治信任

的保护带，易受个体认知、政府运行方式、治理

成效、社会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学

术界的经典定义，将政治信任界定为“公民对政

府或政治系统运作过程中产生的与他们期待相

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28]，并将因变量确定

为信任水平波动幅度较大的特定型政治信任。 

本文通过考察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机构可

信度的评判来测量其政治信任。问卷中的政府机

构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和公

安部门，取值范围为 1～4，得分越高，说明农

村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越高。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为 0.826，表明变量内各题项一致性

较高，因子分析中 KMO 值为 0.708，Bartlett’s 球

形度检验显著，表明政治信任变量效度较好。 

2. 自变量：政府治理绩效 

政府治理绩效是各评价主体基于政府治理

的有效性对政府决策、执行及其目标实现效果的

评估。由于政府机构承担着治理国家事务的具体

任务，政府治理绩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直接体现。因此，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测

量，应充分评估政府决策及其治理行为对政治、

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其测量

主要有客观指标评价与主观调查评价两种方式：

在客观评价方面，如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

标”，包括回应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

政府有效性、监管质量、法治以及腐败控制等六

个维度。该标准虽然被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其定

义范围宽泛且过度强调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而

饱受批评；在主观评价方面，随着“‘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指向和以‘人民满不满意’为工作

检验标准”[29]理念的兴起，政府治理绩效的测量

标准逐渐由以政府主体、国际组织或第三方机构

等制定的客观指标体系转向重视公众认知与态

度的主观评价。绩效感知“作为政府治理绩效价

值评价的重要依据，其内涵涉及人的生存、生活

保障与自主发展的条件”[30]。此外，罗斯坦引用

安沃·沙哈(Anwar Shah)的观点，认为政府治理

绩效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应对”，即“政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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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是否把事情做对——能够满足公民的需求”[31]。

鉴于此，本研究从主观评价的角度来界定政府治

理绩效，将其定义为“公民对政府治理绩效的主

观感知”。 

本研究通过探讨农村居民对政府提供的各

项公共服务以及履行职能的满意程度来了解政

府治理绩效。问卷设置的问题“政府在下列方面

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涉及“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保护环境，治理污染”

“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打击犯罪，维护社会

治安”“廉洁奉公，惩治腐败”等十四项指标来

测量农村居民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赋值范围

从 1～4，得分越高，说明农村居民对政府治理绩

效的满意程度越高。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为

0.945，表明变量内各题项一致性较高，因子分析

中 KMO 值为 0.961，Bartlett’s 球形度检验显著，

表明政府治理绩效变量的效度较好。 

本文将政府治理绩效作为地方层面变量，即

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除新疆和宁夏、台湾、北

京、上海以外的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反

映的是区域内成员所共同感知的绩效状况，因此

将个体层面调查的政府治理绩效通过一致性检

验后取平均值并聚合至地方层面，以表明政府治

理绩效在区域间存在差异。 

3. 中介变量：社会公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多谋民生

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2]。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公平既是作为社会结构

稳定的原则而存在的，也是作为制度安排与政策

执行的原则而存在的，其关注的是不同的社会群

体是否都得到公平对待(程序性公平)，以及是否

都经历过类似的结果(实质性公平)[33]。以往研究

侧重于程序性公平，即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公民是

否有平等的机会来获得公共服务[34]，程序性公平

意味着公共服务的规则是透明的，并以法律、法

规的方式明确规定并适用于每个人。然而机会公

平并不等同于实质性公平，已有研究表明，当政

府强调程序公平时，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公民更

有可能从公共服务中获得较少的收益。事实上，

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更加强调政府治理的积极性，

以纠正“特定群体所经历的不平等”，这不仅要

求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或保障公民权益时不能

存在歧视态度，而且还要求政府机构在满足不同

群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时采取积

极措施[35]。相较于程序性公平，政府合法性的延

续则更依赖于实质性社会公平。因此，本研究从

事实层面上结果公平的角度出发，将社会公平界

定为“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权利的保障和实现”。 

在社会公平的测量上，问卷中设置问题“您

觉得当前社会生活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

何？”此问题包括“高考制度”“公民实际享有

的政治权利”“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养老等

社会保障待遇”等多项指标对社会公平进行综合

评判，赋值范围从 1～4，分数越高，表明农村居

民的社会公平感知越高。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为 0.838，说明变量内各题项一致性程度较高，

因子分析中 KMO 值为 0.875，Bartlett’s 球形度检

验显著，表示变量效度较好。 

4. 控制变量：政治参与、社会信任和新媒体

使用 

政治参与：政治参与通常被定义为个体参与

政治活动的行为和意愿。已有研究表明，公民参

与决策过程会提升参与者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认知，并对政府机构的信心产生积极影响[36]。因

此，本文将政治参与纳入控制变量，以问卷中的

问题“最近两年，您是否参加过下列事情？”，

包括“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

问题”“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参加村(居)委会

选举”“参加所在村居/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等

五个指标对其进行测量，答案设置为“1 不愿参

与、2 愿意参与、3 参加过”，得分越高，表明农

村居民 的 政治参 与 意愿越 高 ，信度 分 析

Cronbach's α为 0.782。 

社会信任：文化生成论者大多将社会信任看

成政治信任的基础，因为人们生活所在的“社会

体系中长期存在着一套价值体系、信仰体系以及

交往方式”[37]，政治信任根植于社会文化系统，

是社会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帕特南曾指出，即

使在同一国家内部，也可能是因为不同的社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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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模式而产生了不同的政治信任文化[38]。因而本

文将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作为控制变量，问卷中

采用 10 级量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

进行评价，其中 1 表示“非常不信任”，10 表示

“非常信任 ”，分数越高，代表农村居民的社会

信任度越高。 

新媒体使用：政治传播理论认为，新媒体使

用与政治态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当前研

究呈现出两种观点：一是新媒体抑制论，即新媒

体尤其是网络媒介在政治领域的广泛应用，导致

政治计算被日益强化，使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平等

性回应缺失，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负面评价；二

是良性循环论，即新媒体使用与政治信任是良性

构建的关系，民众关于政治的社会化过程正是通

过关注政治新闻来获取时政知识、提升政治效能

感，最终促成对政治系统积极态度的产生[39]。鉴

于此，本文将新媒体使用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

析，以问卷中“您上网浏览时政信息(比如：看党

政新闻)的频率是？”这一问题来测量，答案设置

为“1 从不、2 一年几次、3 一个月至少一次、4

每周至少一次、5 每周多次、6 几乎每天”，分数

越高，表明农村居民使用新媒体关注时政的频率

越高。 

(三) 研究方法 

由于数据结构中的政府治理绩效需处理为

地区层面变量，其他变量均为个体层面变量，具

有嵌套结构特征，这在统计方法和理论上对传统

的 OLS 回归提出了挑战，难以从层级上做出区

分，而多层线性模型的运用则能够规避此类难

题。在处理多层嵌套数据时，以往的研究通常使

用 HLM 跨层次分析方法，但该方法只能用于综 

效模型分析，无法将组内与组间的中介效果分开

讨论，并且 HLM 分段建模(也称为依次检验回归

系数)的方法，是将个体层面方程的截距和斜率作

为群体层面方程的因变量，如果两个层面的斜率

不同，那么基于混合斜率的间接效应将难以解   

释[40]。MLmed 通过假设中介变量随机效果的存

在，将其作为脉络变量构建分效模型，分解出组

内效果与组间效果，从而有效地解决了 HLM 多

层次中介建模的问题。本研究使用 MLmed 将被

解释变量及中介变量的变异区分为组内的个体

差异和组间的地区差异，以建立分效模型来探究

宏观因素(政府治理绩效)对微观个体(政治信任)

的影响机制。 

 

四、实证分析 

 

(一)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检验变量概念之间的区分效度以及数据

同源方差问题，本文采用 AMOS23.0 对政府治理

绩效、社会公平和政治信任三个个体层面的变量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表 1 结果可知，与其

他四个模型相比，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

(χ2/df=1.354，GFI=0.917, NFI=0.929，IFI=0.932，

TLI=0.919，CFI=0.932，RMSEA=0.080，SRMR= 

0.040)效度最佳，说明本研究模型的变量之间具

有良好的区分效度。为了进一步检验共同方法偏

差问题，运用 Harman 单因子方法对变量进行测

验，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拟合度很差，均不符合

标准，证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本研究变量间的

关系影响不大，可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Bollen-Stine chi-square χ2 df GFI NFI IFI TLI CFI RMSEA SRMR

三因子模型(P，F，T) 136.791 101 0.917 0.929 0.932 0.919 0.932 0.080 0.040

二因子模型(P+F，T) 139.892 103 0.833 0.861 0.863 0.840 0.863 0.112 0.076

二因子模型(P，F+T) 139.995 103 0.846 0.869 0.871 0.850 0.871 0.108 0.063

二因子模型(P+T，F) 139.796 103 0.792 0.816 0.818 0.788 0.818 0.129 0.087

单因子模型(P+F+T) 142.132 104 0.732 0.760 0.762 0.725 0.762 0.146 0.097

注：P 表示政府治理绩效，F 表示社会公平，T 表示政治信任；由于卡方值会在大样本数据的情形下产生膨胀，因此采用 bollen-stine 

bootstrap 方法对卡方值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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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聚合分析 

由于自变量(政府治理绩效)被视为地区层

面变量，且中介变量(社会公平)与因变量(政治

信任)在分效模型中需同时分析组内与组间效

果，三个变量的数据测量均来自直接一致模型

中的个体调查，因此需要将个体层面的数据聚

合到地区层面。在聚合过程中，以 ICC(1)(组间

变异)、ICC(2)(组间变异信度)和 Rwg(j)(组内一

致性系数)三个指标来验证变量是否适合进行数

据聚合分析。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治理绩效的

ICC(1)为 0.075，ICC(2)为 0.866；社会公平的

ICC(1)为 0.113，ICC(2)为 0.910；政治信任的

ICC(1)为 0.051，ICC(2)为 0.809，均符合 ICC(1)> 

0.05，ICC(2) > 0.7 的可接受的标准[41]。同时，

Rwg(j)的平均值和中位数，政府治理绩效分别为

0.927 和 0.931，社会公平分别为 0.869 和 0.876，

政治信任分别为 0.822 和 0.834，均高于 Rwg(j)> 

0.7 的优质标准，说明在所研究的各省级行政区

域中，农村居民对其所在地区的政府治理绩效、

社会公平和政治信任具有一致性感知。另外，

ANOVA 结果显示三个变量在地区间存在显著

差异，其中，政府治理绩效 F(93.746)=10.505，

p<0.001；社会公平 F(11270)=11.911，p<0.001；

政治信任 F(2753)=7.114，p<0.001。以上结果  

均表明，三个变量都符合数据聚合的要求，因

此将政府治理绩效作为地区层面变量是合适

的，且社会公平与政治信任两个变量的跨级  

相关系数证明有必要通过多层次中介模型加以

分析。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呈现了各研究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统

计及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

的相关关系，这为后续的回归分析提供了初步的

支持。 

(四) 验证结果 

本文采用 MLmed 多层次中介分析方法对研

究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根据方杰等的建议，该

理论模型属于“跨层级中介效应低层中介变量模

型 (cross-level mediation lower mediator) ，简称 

2-1-1 模型”[42]。层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在控制了政治参与、社会信任、新媒体使用的影

响后，就个体层面而言，社会公平对政治信任的

正向影响显著(γ=0.303，p<0.001)；在地区层面，

政府治理绩效对社会公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γ=7.390，p<0.01)，同时，政府治理绩效对政治

信任的正向影响显著(γ=3.782，p<0.001)，社会公

平对政治信任也呈显著的正向影响(γ=0.268，

p<0.001)。 

为进一步验证社会公平的中介作用，采用蒙

特卡罗方法 (Monte Carlo Method)进行中介效果

检验，通过 10 000 次迭代检验求取置信区间。根

据表 4 结果可知，政府治理绩效通过社会公平对

政治信任的间接效应显著(γ=1.983，p<0.01)，95%

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771，3.531]。同时，政府

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直接效应显著(γ=3.782，

p<0.001)，95%置信区间为[1.936，5.627]，这说

明社会公平在政府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 

综上，多层次中介的分效模型验证结果如图

2 所示。 
 

表 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政治参与 社会信任 新媒体使用 社会公平 政治信任 

个体层面        

 政治参与 7.245 1.904 1.000     

社会信任 6.480 2.276 0.066** 1.000    

 新媒体使用 4.180 1.921 0.192** 0.078** 1.000   

社会公平 20.477 6.223 0.099** 0.291** 0.154** 1.000  

政治信任 14.958 3.927 0.073** 0.323** 0.116** 0.474** 1.000 

地区层面        

 政府治理绩效 3.002 0.146      
注：**P<0.01；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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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多层次分析结果 

个体层面  

DV IV Estimate S.E. df T P LL UL 

社会公平 

常量 −16.275 7.340 14.823 −2.217 0.043 −31.936 −0.614

政治参与 0.120 0.058 2 132.451 2.063 0.039 0.006 0.234 

社会信任 0.717 0.051 2 138.132 13.996 0.000 0.617 0.818 

新媒体使用 0.298 0.057 2 126.624 5.197 0.000 0.185 0.410 

政治信任 

常量 3.400 3.092 24.464 1.099 0.282 −2.977 9.776 

社会公平 0.303 0.013 2 146.163 23.392 0.000 0.278 0.329 

政治参与 0.040 0.035 2 135.767 1.167 0.244 −0.028 0.108 

社会信任 0.317 0.032 2 144.128 9.950 0.000 0.254 0.379 

新媒体使用 0.092 0.034 2 132.000 2.666 0.008 0.024 0.159 

地区层面 

DV IV Estimate S.E. df T P LL UL 

社会公平 

政府治理绩效 7.390 1.924 15.280 3.842 0.002 3.297 11.484

政治参与 1.611 0.717 14.773 2.248 0.040 0.081 3.142 

社会信任 0.021 0.821 14.741 0.025 0.980 −1.732 1.773 

新媒体使用 0.798 0.535 12.255 1.491 0.161 −0.365 1.962 

政治信任 

政府治理绩效 3.782 0.898 26.249 4.211 0.000 1.936 5.627 

社会公平 0.268 0.062 33.981 4.305 0.000 0.142 0.395 

政治参与 −0.406 0.301 21.034 −1.347 0.192 −1.032 0.220 

社会信任 −0.432 0.333 21.567 −1.298 0.208 −1.124 0.259 

新媒体使用 0.076 0.216 20.550 0.351 0.729 −0.375 0.526 

注：政府治理绩效属于地区层面变量，无组内效果，下表同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 

直接效应 

 Estimate S.E. df t p LL UL 

政府治理绩效 3.782 0.898 26.249 4.211 0.000 1.936 5.627 

间接效应 

 Effect SE Z p MCLL MCUL  

社会公平 1.983 0.702 2.824 0.005 0.771 3.531  

 

 

图 2  分效模型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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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政府治理绩效对政治

信任的跨层次影响，丰富了政治信任的前因理

论。已有研究表明政府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具有

积极影响，但大多局限于单一个体认知层面的探

讨而缺乏多层面因素对个体产生的互动影响。本

研究认为政治信任有赖于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但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聚焦于地区层面的政

府治理绩效，将政治信任的驱动因素拓展至省级

行政区域，发现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好坏会直

接导致农村居民政治信任的差异化，这是对已有

政治信任前因变量研究的补充和完善。 

其次，政府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地区性作

用机制还会通过社会公平的中介效应产生影响，

扩展了政治信任的研究视角。以往研究通常将政

府绩效设定为经济绩效，并对社会公平采用独立

的或者相互比较的方式进行讨论，如赵海堂等人

认为社会公平超越经济绩效，成为影响政治信任

最重要的因素[39]，忽视了政府治理绩效的系统性

及其与社会公平和政治信任之间的结构性联系。

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应该是基于三者的整体影

响框架，也就是说，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政府治

理绩效应更加重视对社会公平的输出，从而跨越

“塔西佗陷阱”，有效增进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 

最后，社会公平呈现出双重特征。就地方而

言，由于农村居民嵌套于不同省级行政区域之

中，其感知的政府治理绩效在各地区间存在差

异，因此采用规范的多层次线性分析方法，在检

验中介效果的过程中，通过构建分效模型来区分

个体与地区层面的效应，能够更科学地验证社会

公平在地区层面发挥的中介作用。从个体特征来

看，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知会对政治信任产生

特定的判断和态度，即社会越公平，农村居民对

政府机构的认同度越高。 

(二) 政策建议 

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居民

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对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一切

价值对象的认知也更加倾向于理性选择。这就决

定了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

于接触性认同而不是传统性权威。接触性政治认

同是以个体直接感知的政府治理绩效为依归，对

政治机构认可和拥护的心理倾向是来自政治系

统的积极情感体验，并最终产生政治实践行为。

因此，秉持“善治”的政府机构能够增进农村居

民的政治信任，而强有力的政府公信力是助推乡

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群众基础。由此，一方面，

政府应积极响应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主观期

望和现实需求，以民生为价值引领，通过在乡村

贯彻实施全过程民主，真正落实好民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话语权，实现广大农村居民的根本

利益，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以此提升政府治理

绩效；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

础，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根植于国家的制度和治

理体系优势，所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实

施依法治国，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机结合

起来，才能由内而外地助推农村居民对政府机构

的认同度和响应度，最终打赢乡村振兴这场   

硬仗。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国进入

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经

济结构的调整正在改变着农村居民的价值观念

和思维方式。相较于发展效率和物质成果，社会

公平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种要

求既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客观条件的一种

事实性判断，也是对政府治理绩效达到预期的满

意程度的评价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

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

意识不断增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居

乐业的要求越来越高”[43]。乡村振兴不仅要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更要以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然而，当前乡村发展

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最大的绊脚石，会导致农

村居民与政治主体互动关系产生离心倾向。因

此，促成社会公平成为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

中的主体作用，激发亿万农村居民的内生动力，

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的关键。2021

年 4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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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法》提出了“推动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平等

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就要求各级政府

在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过程中，合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

配的制度性安排，以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

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从而为农村居民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健全和完善包括权利、机会、规则、分配等核心

要素在内的完整的社会公平体系，使农村居民的

政治信任建立在公众统一的身份——“主人翁”

的归属性认同的基础上，这种归属性认同应涉及

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各维度的平等权利和

公平待遇。 

 

注释： 
 

① 2014年 3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

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

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

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

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

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

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

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参见：习近平.做焦裕禄式

的县委书记[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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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s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rural residents' political trust and its mechanism 

 

LI Mei, PENG Guos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SS in 2019, extend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political 

trust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by employing the MLmed multi-level intermediary analysis 

method, establishes a split-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government’s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rural residents' political trust.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erent governance 

performances of local governments will directly lead to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olitical trust of rural 

residents, that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on rural residents' political trust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social equity, and that rural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will produce specific 

judgments and attitudes towards political trust, that is, the fairer the society, the higher the rural residents' 

recognition of government agencies. Therefor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output of social equity so as to boost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strong government cred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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